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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风流变的晴雨表 儒家礼乐并举
的治国方略

□ 王兆贵

据《汉书》记载，汉宣帝时，丞相丙

吉外出，路遇行人斗殴，死伤者横尸于

道。丙吉不闻不问，驱车而过，手下掾史

大惑不解。丙吉继续前行，碰到有人赶牛

而来。那牛伸着舌头，喘着粗气。丙吉让

车停下来，派随侍骑吏问那人赶牛走了几

里路了，意在指责这人不爱惜牛。前后一

比，下属对丞相重畜轻人的做法颇有微

词。丙吉说，行人斗殴，自有属地官员处

理，我只需逐年考察其政绩，奏报赏罚就

可以了，毋须过问这些地方小事。眼下正

当春季，天气还不至于太热，这头牛若因

临近暑热而气喘，表明气候反常，农事势

必会受影响。所以，我要过问牛的事。掾

史这才心服，认为丙吉识大体。

在农业社会里，天候气象对农事影响

很大，事关国计民生。正因为如此，当时

以及后世的史官，都对丙吉问牛不问人这

件事高度评价，广为传扬。用现在的话

说，丙吉是个抓大事的好领导，站得高，

看得远。

倘若认真参详一番，你就会觉得，这

件事似乎有些不对劲儿。打架斗殴虽属地

方治安问题，可当时的情势不妙，若不及

时制止，事态就有可能愈演愈烈，发展成

为报复性的群体流血事件。在我国古代，

民间暴力泛滥，不仅使后方人力资源锐

减，前方兵员输送不足，而且使族仇私怨

愈结愈深，严重影响社会安定。所以，当

年商鞅变法，就曾严令禁止民间私斗。史

记评价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民勇于

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须知，丙吉出行碰上的不是简单的民

事纠纷，而是打群架，且已“死伤横道”，

人命关天，怎么能说是小事呢？比起发展

生产这个第一要务来，百姓打架就算是小

事，为何不能顺便过问调解一下，制止事

态恶化，却要视而不见、扬长而去呢？

无独有偶，在此前的历史典籍中，类

似的记述并不鲜见。春秋时期，郑国有个

老百姓寒冬里过河，上岸后小腿都冻僵

了。景差刚好路过这里，就把那人扶到陪

乘位子上，并用自己的衣襟捂着那人的腿

脚。晋国大夫叔向听闻后，不以为然地

说，景差身为国相，这样做不是很浅陋

吗？我听说，在贤能官吏管辖的地方，三

个月就该修好沟渠，十个月就能架好桥

梁。这样的话，牛马过河都不会湿蹄子，

何况是人呢？这便是掌故“景差覆衽”的

由来，见于刘向《说苑》。

同是春秋时期，同样的例子，也曾出

现在《孟子·离娄下》的记述中。郑相子

产外出时，曾用自己乘坐的车子搭载行人

过河。孟子就此批评他“惠而不知为

政”，讲的也是行小惠与识大体的关系。

意思是说，子产仁惠，却不懂得为政之

道。他应该去抓架桥铺路这样的大事，而

不必去管行人过河这样的小事。

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在桥梁尚未

修好之前，像景差、子产这样的大官，顺

便帮助行人过河，又有何不可呢？

从历史记载来看，子产主政郑国期

间，推行过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变

革，不仅政绩卓然，国力大增，而且百姓

富庶，安居乐业。子产执政一年，浪荡子

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拎重物，儿童

也不用干农活。两年之后，市场商人不虚

抬物价。三年过去，人们夜不闭户，路不

拾遗。四年后，农民收工不必把农具带回

家。五年后，男子不需服兵役。可见子产

并非只注重亲民爱民的小惠，而缺乏经世

治国的大德。

古往今来的政论家们，为了宣扬他们

那些大而化之的治国理念，往往会借助某

些看似经典其实偏颇的个案，攻其一点，

不及其余，用心固然良苦，但却经不起推

敲。类似“景差覆衽”“子产渡人”“丙吉问

牛”这样的掌故，听上去好像挺有道理，

事实上却是一面之词。我们可以接受他们

所阐发的论点，去听政、问政、论政，却

不可以搬用他们所举的例子去裁度现实。

一个亲民爱民的领导，能够走到群众中

来，发自内心地关心并过问民间疾苦，与

抓大事并不矛盾，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亲民

爱民善举都看成是小恩小惠。

□ 力 行

在古代传统政治中，礼乐是儒家礼治主义

者手中两张不可或缺的王牌。在所有的治国之

术中，儒家从来都认为礼乐是最有效的政治手

段。《礼记 · 经解》 说：“礼之教化也微，其止

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

以先王隆之也。”《礼记 · 乐记》 则说：“故乐行

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

下皆宁。”

在 《礼记》 作者看来，如果邪恶已成，然

后止之，那已是法治，与儒家理想中的礼治教

化大异其趣；只有借助于礼乐这一教化手段，

才能使人“徙善远罪”“移风易俗”，进而实现

礼治主义的政治理想。然而要实现这样一种政

治理想也决非易事。因为礼从本质上说，乃是

一种带有普遍原则的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它

与个体的自然情感是格格不入的。如果单纯以

礼制强加给个体，不但不能造就个体践礼的自

觉行为，而且有可能引发人们对礼制的抵触和

反感。《礼记》 作者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极力主张以一种愉快、和乐的方式培养起

人们的平和中正之心，以便使其恭顺践礼。

因此，从教化的角度来说，礼和乐实际上

是一件事中两个相辅相成的不同侧面：一是礼

制的设立，它创造一种外在的社会规范形式，

将人们的言行纳入一定的范式之中；二是以乐

教为手段，通过陶冶人的内心情感来促使人们

把礼制转化为个体的自觉行为。

《礼记 · 乐记》 对礼乐的相互关系作了全面

的论述。就总体而言，《乐记》 对礼乐的认识既

是一种对宇宙大化的感悟，同时也是一种对人

道本质的确认，具体来说，《礼记》 在阐述礼乐

在政治教化中的不同作用时，有以下两个重要

观点。

其一，礼外乐内。《乐记》 说：“乐由中出，

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

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

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

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

子不怒，如此则乐远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

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

在这里，作者不仅阐明了礼乐治天下的道

理，而且区分出了礼乐治天下有外内之别。《礼

记》 作者已经认识到，礼是一种外在规范。它

首先要求的是言行端庄中正，无过无不及。然

而如果单纯从形式上要求人们言行端庄中正，

那就难免会造成礼仪的程序化而无法将礼化作

个体的自觉行动。此时，乐作为一种内在情感

的陶冶方式就显得必不可少。因为儒家所推崇

的和乐，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符合天道自然的和

谐。只有那些内心平和中正，能固持本善之心

的人才可能制作出这种和乐，而组成这种和乐

的一切形式，如适当的曲调、节奏等，都可以

感发人的善心，从而使个体得以在一种愉悦的

心态中自觉践礼。从这个意义上说，礼乐在政

治教化中的内外之别，实际上指的就是礼乐分

别承担着教化人们身心的不同职责。

其二，礼异乐同。如前所述，礼制的目的

是要建立起一整套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尊

尊卑卑的社会等级制度，其实质是“分”和

“异”。但是光讲“分”和“异”，容易导致严重

对立，于是需要找到一种使社会不同等级的人

们能够彼此心灵交通，关系协调的手段。古人

从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中得到启示，找到了

“乐”作为和同万物的最佳方式。“乐”的实质

是“和”、是“同”。《礼记 · 乐记》 对礼乐在区

分与和合社会成员等级关系中的不同作用，作

了极为详细的阐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

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

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

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大乐与天地同和，

大礼与天地同节。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

管乎人情矣。”

以上论述表明，就政治教化而言，礼的作

用是“异”，乐的作用为“同”。所谓“异”，指

的是一种等级差异。在 《礼记》 作者看来，这

种等级差异体现的是一种宇宙秩序，而且这种

秩序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和谐的内部环境。造就

这种和谐的内部环境正是乐的功能所在。乐之

所以具有这种功能，是因为从本质上说，乐具

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的特性，可以直接

指向民心之内。因而，为了让人们自觉践礼，

统治者就必须“反情以和其志”，而要实现这个

目的，就应该“广乐以成其教”。

总之，在社会等级制度下，礼与乐的政治

功能也是完全不同的，正所谓“礼者，殊事合

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仁近乎乐，义

近乎礼”。通过乐的推行，可以从心理上起到调

和社会各等级之间矛盾冲突的作用。处于社会

各个不同等级的人们通过乐的奇妙作用，可以

实现感情上的融通，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融和

安稳的氛围之中，从而一定程度上减轻因礼义

划分等级亲疏造成的社会成员间的隔阂与不和

谐。当礼乐两种手段运用相得益彰时，社会政

治就能够达到“礼义立则贵贱等，乐文同则上

下和”的理想境界，于是儒家梦寐以求的社会

政治状况也就真正得以实现了。

□ 游宇明

万历八年，一位皓首苍颜、瘦骨嶙峋的

老人，在江西省贵溪县龙虎山下，用深沉的

目光注视着东北方向，一遍遍呼喊：“茅山迎

我！茅山迎我！”他的声音虽然微弱却十分坚

决，不久，老人遽然长逝，享年85岁。

茅山位于江苏省句容县，是一座著名的

道教名山，这位老人就是早年曾在句容做过

县令的徐九思（也叫徐九经）。

徐九思在嘉靖四年乡试中举，历仕明武

宗、世宗、穆宗、神宗四朝。时间过去400多

年，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揣想老人离去时到底

想了些什么，但我相信，徐九思一定没有忘记

初次出仕时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定没有忘

记他亲口对句容人说的“徐氏三字经”。

说起“徐氏三字经”，还真有个来历。嘉

靖二十四年，已在句容做了九年县令的徐九

思升任工部营缮司主事。乡亲们得知他要离

开句容，依依不舍，请求他临走前留下几句

训词。徐九思是个动情的人，不忍拂了乡亲

们的美意，挥泪对大家说：“我没有什么训

词，只是希望你们在今后的日子里能记住三

个字：勤、俭、忍。能勤，一定不会衰败；

能俭，就不可能浪费；能忍，则会变得谦让

宽容，可以避免无谓的争斗。”

徐九思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十分勤政。明朝中期，土地兼并极其

严重，豪绅地主勾结官府，将沉重的赋税、

徭役负担转嫁给穷苦人。徐九思刚刚做上句

容县令，即着手整顿赋税乱象。他首先了解

民户贫富、离道路的远近，制定了富者近者

多役，穷者远者少役的政策。接着，他又按

照赋粮区域、土地优劣核算亩税，并编制成

册，公示于众，使田赋的交纳有章可循。任

都水司郎中时，他受命主持张秋河水利工

程。最初明政府治水只想着保证漕运供应，

漕河、盐河相隔很近，却没有打通，“漕水溢

则泛滥为田患”，徐九思多次实地考察，将两

河打通，并在沙湾建起减水桥。当洪水上涨

时，将水导流入海；当河水减省时，则截住

河流，抬高水位，以便使农田及时得到灌

溉。因为减水桥设计科学，直到清初，它依

然发挥着作用。

徐九思特别节俭。平时极少吃肉，一般

都是以蔬菜佐糙米饭。为了告诫下属廉洁为

官，他在县衙前立一堵石屏，屏面上刻画一

丛青菜，上面题曰：“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

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做句容县

令时，朝廷规定地方粮薄上有一笔可供地方

官开支的例金，当地一些官员用他接待上

官、联络同僚，以求日后升迁，但徐九思分

文不取。后来干脆取消了这笔开支。

徐九思的忍则是告诫自己甘于清贫，不

争名利。他在四朝为官，一直是个中下层官

吏，从来没有想过攀谁的高枝，傍谁的大

腿。

徐九思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倡一个人

看淡得失，却不主张在关系民众利益时做缩

头乌龟。遇上不合理的事，他总是第一个冲在

前面，千方百计加以改变。他做句容县令刚刚

三天即开始大刀阔斧整顿吏治，当场将一名

偷盖官印的县吏抓获，并当着全体县吏的面

公审，第一时间宣布该县吏的罪状，依法惩

处。同僚们纷纷为县吏求情，但徐九思没有

答应，此举使句容官风为之一变。嘉靖二十

二年至二十四年间，句容连年大旱，官府开

仓发粮赈灾。政府规定，救济粮全部平价出

售，粮款上交。徐九思认为，灾年中真正的

灾民无钱购粮，如果平价售粮，最后购得粮

食的一定是有钱人家，而有钱人家购了又会

囤积居奇，进一步加剧粮食的紧张，这样的

赈灾等于损不足以奉有余。因此，他采取了

变通办法：将赈钱的一部分按市价出售，把

所得的相当于平价粮的钱款上缴国库，其余

粮食则用来施粥，救助灾民，许多饥民因此

得救。徐九思也特别重视司法公正。他上任

前，句容冤案很多，为了防止出现新的错

案，他审理案件时，“必命其人与亲识皆往”

的措施，让老百姓监督司法过程。后代的人

以他为原型创作了京剧《徐九经升官记》，其

中两句话给人留下了极深印象：“当官不为

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话未必是徐

九思说的，却很符合他一生的为人。

华夏大地的老百姓非常淳朴，他们最能

记住那些对他们好的官员。徐九思逝世时，

句容百姓来到他的祠前祭奠者居然超过万

人。其时，徐九思已离开句容36年。

这个世界并不缺少在人前说豪言壮语的

人，真正缺的是像徐九思一样，在人后将某

种崇高理念视之为内心的“宪法”，用整整一

生去坚守的人。或许正是因为稀缺，他们也

就格外值得我们尊敬。

□ 程 佳

民风指民间的风尚、风化、风气。民风

的根源与基础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停滞与

倒退。民风展示了历史兴衰的多彩片段，体

现了社会风气、社会思潮、社会舆论的变

化，在与社会各要素的互动中，推动或阻碍

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历史长河中，体现民风的形式多种多

样，既有史书、诗歌、文学作品，还有小说

等多种形式。国风作为较早的典籍，展示了

周朝各地民风，成为研究当时社会的资料来

源。国风包括《周南》《召南》等共“十五国

风”，一百六十篇，直接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

貌、社会舆论，甚至是民心向背。

《古文观止》 汇编了多篇有关民风的文

章。其中以 《季札观周乐》 最为典型。季札

出使鲁国，鲁国人为他表演乐舞，知微辨清

浊，季札认为乐曲是民心的反映。其中，为

之歌 《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

矣 ， 犹 未 也 ， 然 勤 而 不 怨 矣 。” 为 之 歌

《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

其先亡乎！”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

能久乎！”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需生入关”以

及“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所

展示的是汉唐民风的气魄、血性、力量、开

放。《世说新语·言语》有一段话，比较了晋

魏与秦汉在人的精神气质上的巨大差异：“荀

（荀羡） 郎中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

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

必当褰裳濡足。”后代有一个民族的名字以一

个王朝为傲，如今即使海外聚居地也有一个

族群的名称以一个王朝为荣。

历史上，一个家族累世同居被朝廷旌

表，可称“义门”。“江南第一家”郑氏家族

号“江南首族”。北宋年间，一个名叫郑琦的

老人，其母亲张氏因患风挛疾，手足不能

伸，郑绮日候床边，侍奉饮食汤药，三十年

如一日，始终不懈怠。正是这位老人以孝治

家的躬行实践，为其后代子孙树立了一个生

动的典范。在其自感不久于人世之际，召子

孙来到郑家祠堂，并立下遗嘱：“吾子孙有不

孝、不悌、不共财聚食者，天实殛罚之。”凭

借好学的风尚和孝义的名声，从宋、元到

明、清，郑氏一门约有173人为官，尤其是明

代，出仕者达47人，官位最高者位居礼部尚

书。令人惊叹的是，郑氏子孙中，竟没有一

人因贪墨而罢官。作为持家有方的典范，推

行教化，和睦风气，历代皇帝对郑氏家族推

崇备至，褒奖不断。

当然，历史中的民风并不总是以正能量

示人。班固说：“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杜牧的 《泊秦淮》 就是这方面的真实写照：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

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六朝古都金陵

的秦淮河两岸历来是达官贵人们享乐游宴的

场所，“秦淮”逐渐成为奢靡生活的代称。灯

红酒绿，淫歌艳曲，吴逸一 《唐诗正声》：

“国已亡矣，时靡靡之音深入人心。”商女，

是伺候贵族、官僚、豪绅的歌女。她们唱什

么是由听者的趣味而定。内忧外患中，最令

人痛心的是弥漫在国势日衰中的世风颓废。

相对于传统，明后期开始的中国社会风

气剧烈变化之大几近于离经叛道，被皇帝斥

责为“风俗日敝，人心不古，嚣凌成习”。民

风则以更加通行的小说形式展现在世人面

前。《金瓶梅》一书即是其中代表。全书描写

了西门庆的一生及其家庭从发迹到败落的兴

衰史，并以西门庆为主线，立体展示了市井

社会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肮脏与丑恶。西

门庆一方面凭借经济实力交通权贵，行贿钻

营，获取权力；另一方面又依靠获得的权力

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成为集钱、权于一身

的地方一霸。《金瓶梅》通过西门庆的社会活

动，反映了上自朝廷下至市井，以权钱为

荣、沉迷享乐、道德沦丧的世风民风，真实

展示了中晚期的明朝走向衰亡的社会历史风

貌。

落日辉煌难掩黯淡前途。英国使团觐见

乾隆，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和巴罗作为随

行人员全程记录了所见所闻，触目惊心，令

人震惊。斯当东记载“弃婴随处可见，道路

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

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巴罗说：“在京城一

地每年就有近9000弃婴……我曾经看见过一

个死婴的尸体，身上没有系葫芦，漂流在珠

江的船只当中。人们对此熟视无睹。”这不仅

是当时社会贫富差距的写照，更是对社会冷

漠与麻木的生动体现。帝国辉煌背后的阴影

越拉越长，最终淹没了整个大地，堕入无边

黑暗深渊。

进入清末，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统

治者的昏庸，国家和中华民族更是走入了亡

国灭种的境地。谴责小说中尤以 《二十年目

睹之怪现状》 为代表。全书描写了主人公九

死一生奔父丧开始，至其经商失败的过程。

卷首的自白说，“出来应世的 20年间遇见的

只有‘蛇虫鼠蚁’、‘豺狼虎豹’、‘魑魅魍

魉’”，笔锋触及相当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举

凡贪官污吏、讼棍劣绅、奸商钱虏、洋奴买

办、江湖术士、洋场才子、娼妓娈童、流氓

骗子等，蝇营狗苟，狼奔豕突。秋瑾 《致秋

誉章书》：“我国世风日下，亲戚尚如此，况

友乎？”更是痛心疾首。世风的腐朽与社会的

崩溃相互照应，预示着王朝崩溃的不可逆转。

思难而难不至，忘患而患反生。“天下之

事，有视之无关于轻重，而实为安危存亡所

寄者，风俗是也。”民风集中体现了社会和公

民个人这两个重要层面的内容。我们应重视

民风的晴雨表与风向标的作用，以新型社会

关系和人际关系引导民风向好向善发展，促

进传统优秀民风的继续传承和创新发展。勇

于对负面的、腐朽的风气激浊扬清，敢于亮

剑，以善治的智慧，促进民风的不断优化和

积极扬弃，则民德归厚焉。

一生守着一句话

作者：戚学慧

大德与小惠之辩


